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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因此，中国政府改革的总体目标不是政府自己单方面凸显得

出来的。在国家政治结构还不健全的条件下，政府改革的局部目标

可以通过政府自主性改革显现，但政府改革的总体目标还得在总体

的政治结构优化中才能呈现出来。中国政府改革具有一种从局部目

标表达整体目标的改革功能，这种功能是通过政府可为与不可为的

改革状态来显示的。可为之时，政府改革显示了总体改革的现代规

范状态。不可为之时，政府改革则显示了外部改革的重要性，这就组

合成了总体改革的目标。因此，中国政府自主性改革具有推动伴生

型改革的特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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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民比”省际差异原因研究

张　光

【摘　要】我国公共管理人员占人口比重即所谓“官民比”省际分布，腾冲

线以西地区显著高于以东地区；而在该线以东地区，北方又显著高于南方。论

文通过对 ２００６年数据的分析，发现各省县行政区划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对财

政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计划经济时代的遗产，是决定官民比省际差异的主要

因素。

【关键词】政府规模　官民比　规模经济　瓦格纳定律　计划传统

近年来，政府官员的规模问题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关注的焦点

集中在我国公共管理人员规模是否过大的问题上，争论的双方大都

通过中外古今比较来立论（朱光磊等，２００６）。我们认为，更具理论

发展和政策指导意义的问题是搞清楚我国公务员规模的分布样态及

其决定因素。公务员占人口比重即所谓官民比因地而异。２００６年，

全国官民比０．９４％，以安徽为最低，仅０．７１％；西藏最高，达２．４６％；

而与安徽同处中部的山西的官民比为 １．３３％。假定它们提供的公

共服务水平相近，则安徽的行政效率当比山西高近一倍、比西藏高了

近３．５倍。究竟是什么因素决定安徽官员规模比山西、西藏小得多？

在１９９０年代的机构改革过程中，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采用各省、自

治区的人口、行政区划数、面积、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

等客观指标，并考虑到民族、语言、风俗习惯等特别因素，按照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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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重，对各省、自治区进行了编制类型划分。我国目前的官民比地区

分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央的意志？本文将通过对官民比省际差

异原因的定量研究，来回答这些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省际差异：腾冲线和南北中国

我国官民比省际分布，从大处着眼，呈现出两大特征。其一，腾

冲线以西地区显著高于以东地区；其二，在腾冲线以东，北方又显著

高于南方。如表 １所示，２００６年，腾冲线以西的六个省、自治区（内

蒙古、青海、甘肃、宁夏、新疆和西藏）官民比平均值为１．４８％，比腾

冲线以东的２５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官民比均值 １．０１％大了近

５０％。在腾冲线以东，北方各省、直辖市的平均官民比 １．２０％，又比

南方的平均值０．８８％高了 ３６％。即便把中央政府所在地北京排除

在外只计算其他北方省级行政区，其官民比均值仍达 １．１２％，仍然

比南方的平均值要高 ２７．３％。全国有 １８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

表 １　２００６年官民比省际差异描述性分析

地区ａ 省级行政区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ｂ 标准方差

腾冲线以西 ６ １．１０ ２．４６ １．４８ ０．４９４８

腾冲线以东 ２５ ０．７１ １．９７ １．０１ ０．２５５１
腾冲线以东北方 １０ １．０２ １．９７ １．２０ ０．２８６１
腾冲线以东南方 １５ ０．７１ １．０８ ０．８８ ０．１１３７
全国 ３１ ０．７１ ２．４６ １．１０ ０．３５９６

　　腾冲线系著名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１９８３〔１９３５〕）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发现并提出。该

线是自东北的爱辉（今黑河）至西南的腾冲划的一条虚拟地理分界线。以东地狭人多，以

西地广人稀。按目前我国的行政区划，西藏、新疆、青海、宁夏的全部、甘肃、内蒙绝大部分

位于该线以西。它们在本研究中被归属于腾冲线以西省级行政区。黑龙江、陕西、四川三

省也有相当部分坐落于腾冲线以西，但其主体仍旧位于该线以东。北方省级行政区为黑

龙江、吉林、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山西和陕西。其余各省、市、自治区为南方

省级行政区。

腾冲线以西和以东诸省官民比平均值差异、腾冲线以东北方诸省和南方诸省平均值

差异，均通过了０．０５水平上的显著性 Ｔ检验。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７）

◆ 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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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民比超过了１％，在它们之中，６个位于腾冲线以西，１０个位于腾

冲线以东的北方，只有两个位于南方（海南和湖南）。而且，如表 １

第６栏标准方差值所显示的，在腾冲线以西诸省之间、腾冲线以东的

北方和南方诸省之间，其官民比也因省而异，大小不一。那么，究竟

是什么原因决定这些差异呢？

二、理论、背景和假设

政府官员规模为什么在有的地方（国家或国家内的地区）较大，

有的地方较小？公共财政和政治经济学学者在研究这个问题时，大

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采用了“需求、供给加制度约束”的分析框架

（Ｐｅｎｎｉｎｇｓ，１９９９）。例如，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政府规模越大的规律

即所谓瓦格纳定律，一般被认为是从需求的方面确定政府规模扩张

的原因，但经济发展同样也可被理解为影响政府规模的供给因素。

显然，在公共物品的提供上，同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相比，一个发达

的工业化国家具有更高的需求、更大的供给能力，因此，发达国家的

政府规模往往显著大于发展中国家。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与地方

高度自治的联邦制国家，在控制政府官员规模上有何不同？这类问

题涉及制度的约束问题。

我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单一制国家。地方政府尽管在财政和经

济上享有相当大的自主性，但在政府官员规模的管理上，中央仍然具

有高度的权威。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及其常设办公室（中编办）负

责全国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以及机构编制管理工作，其中涉及

省和省以下机构和编制的职权主要有①：

审核……省级机构改革方案，指导、协调地方各级行政

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以及机构编制管理工作。…… 审核

“官民比”省际差异原因研究 ◆

①关于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和中编办的职权沿革，参看 Ｂｒｏ／ｄｓｇａａｒｄ，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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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党委政府厅局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口岸机构编制和全

国市县机构编制分类、省以下各级党政群机构的人员编制

总额。……研究拟定全国事业机关单位管理体制和机构改

革的方案；…… 指导并协调地方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和

机构编制管理工作（中共中央办公厅，１９９４：６０－６１）。

在１９９０年代的机构改革过程中，中编办采用各省、自治区的人

口、行政区划数、面积、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６个客观

指标，按照一定的权重，对除了西藏以外的各省、自治区进行了编制

类型划分（中编办，１９９５〔１９９３〕；中编办，１９９３ａ、１９９３ｂ、１９９３ｃ、１９９３ｄ、

１９９３ｅ），提出同级政府人员编制由基数、调整数和附加数三部分组

成的方法。采用这一方法的依据是：第一，各地同级地方政府作为一

级地方政府均须履行某些最基本的管理职能。“基数”这块编制用

来支持这部分职能。第二，由于同级地区人口、国土面积、行政区划

均不相同，经济发展也不平衡，因此同级地方政府的管理幅度、管理

工作量也不相同，相应地人员编制也应有所差异。“调整数”这块编

制定量体现出这种差异。第三，部分地区因民族、语言、风俗习惯等

特殊情况，需要增加一些管理职能和工作量，“附加数”这块编制用

于支持这部分的管理工作（周子康①，１９９１ａ，１９９１ｂ；周子康、邢吉生，

１９９３；那吉生等人，１９９７）。当我们研究中国省际官民比差异决定因

素时，必须把中编办的分类因素纳入。

本研究在建模过程中，考察了如下几类变量。第一类是各省经

济发展水平，用人均 ＧＤＰ予以量化。第二类是行政区划，包括三个

变量：各省县级行政区平均人口和面积、民族自治县级行政区所占比

重。第三类是财政能力，用各省地方财政收入和转移支付收入占

ＧＤＰ比重、政府官员平均工资对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比测量。第四类

◆ 论 文

①周子康是中科院应用数学研究所研究员，１９９０年代受中编办委托对地方
政府编制核定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定量研究，其主要成果被中编办采纳，应用于

９０年代的两次机构和编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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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各省的公共服务需求度差异，用小学生和初中生占人口比重测量。

第五类是市场化变量，以各省非国有企业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测

量。这五类变量的数据均来自于《２００７中国统计年鉴》，反映的是

２００６年的情况（以下正文中出现的所有数据没有特别注明，均来自

《２００７中国统计年鉴》）。第六类是历史路径依赖变量，以具有浓厚

中央计划经济传统的省级行政区为 １，其他省份为 ０的虚拟变量测

量。下面从文献回顾、背景分析的角度，对引入这几类变量的根据逐

一阐述。

经济发展水平影响政府规模的思想，可追溯至著名的瓦格纳定

律。生活于欧洲工业化时代的德国社会学家瓦格纳，在１８８０年代提

出了经济发展将导致政府规模扩大的假说，其理由有三：

１．随着经济的发展，公共行政、维持法律秩序及对经济行为的

管制的成本也将增加；

２．社会文化和福利支出等“奢侈支出”在国家财政总支出中将

随之上升；

３．工业垄断的兴起促使国家在管制经济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

（Ｗａｇｎｅｒ，１９５８〔１８８３〕）。

经济发展是影响政府规模扩大的一个长期而非短期的因素

（Ｋｒａａｙ＆Ｒｉｊｃｋｅｇｈｅｍ，１９９５）。因此，那些以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

和转型国家为样本的经验研究，大都发现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与政府

雇员规模之间存在着高度的正相关关系（Ｈｅｌｌｅｒ＆Ｔａｉｔ，１９８３；Ｃｕ

ｓａｃｋ，ｅｔａｌ．，１９８９；Ｋｒａａｙ＆Ｒｉｊｃｋｅｇｈｅｍ，１９９５；Ｓｃｈｉａｖｏ－Ｃａｍｐｏｅｔ

ａｌ．，１９９７），但当研究样本局限于发达国家时（Ｋｒａａｙ＆Ｒｉｊｃｋｅｇｈｅｍ，

１９９５；Ｓｃｈｉａｖｏ－Ｃａｍｐｏ，ｅｔａｌ．，１９９７），或者局限于俄国的跨地区数

据时（Ｇｉｍｐｅｌｓｏｎ＆Ｔｒｅｉｓｍａｎ，２００２），经济发展高低对政府雇员规模

大小不再具有显著的影响。张光（２００５）对福建省分县数据的回归

分析发现在该省各县人均 ＧＤＰ与其政府雇员规模之间，不存在着显

著的相关关系。然而，考虑到我国３１个省级行政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相差很大，如最富有的上海和最贫穷的贵州相差 １０倍，我们预期各

“官民比”省际差异原因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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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在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 ＧＤＰ操作）上的差异，将对它们的官民比

差异构成显著的正相关影响。

第二类变量涉及到行政区划，包括三个变量：县均人口、县均面

积和民族自治区域比重。前两个变量由各省人口和面积除以县级行

政区个数获得。县级行政区数包括所辖县、县级市和市辖区。第三

个变量系各省民族自治县级行政区占县级行政区总数比重，我们期

待这个变量与因变量官民比具有正相关关系。而县均人口和面积变

量则涉及规模经济对官员规模的影响这一重要问题，值得深究。

规模经济或不经济指的是产品的单位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而递

减或递增的经济现象。大量的理论和经验研究表明，规模经济和不

经济原理也适用于政府行政管理效率。社会学家布劳（Ｂｌａｕ，１９７０，

１９７２）认为，一个行政组织的规模增长在初期阶段会带来降低组织

运行行政单位成本的效应，但进一步增长则会因协调控制的复杂性

导致单位成本的增加。诺尔（Ｎｏｅｌｌ，１９７４）对美国 ５０个州的人口规

模和政府雇员规模的定量分析发现，人口规模较大的州一般较人口

规模较小的州，拥有较小的政府雇员规模。卡萨达（Ｋａｓａｒｄａ，１９７４）

对４３个非农业国的跨国统计分析发现这些国家那里出现了行政效

率的规模不经济情况，即人口规模较大的国家具有较大规模的政府

雇员。诺然（Ｎｏｒａｎ，１９７９）对 ７０个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不等的

国家的研究表明，在国家人口规模和政府雇员规模两个变量之间，存

在着 Ｕ型关系，即在人口规模达到一定量之前，人口规模的增加导

致政府雇员规模的减少；而在超过这一定的数量之后，人口规模增加

导致政府雇员规模的增加。台湾学者罗正忠（２００５）通过对台湾省

２１个县市的有关数据回归分析发现，各县市人均财政支出与其总人

口数之间存在着规模经济现象，县市人口与人均财政支出之间明显

呈负相关关系。张光（２００５）发现福建的县级区划存在着明显的规

模经济，人口规模较大的县的政府雇员规模较小。

在本研究中，我们使用县均人口和面积而非总人口和总面积来

验证规模经济假设，一是回应上述中编办把各省行政区划数引入编

◆ 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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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审核过程的做法，二是因为县级行政区划在决定地方官员规模上

起特别重要的作用。这首先是因为县级市、县和市辖区作为我国的

基层政府，承担了大量的事关基本民生的公共服务，如公安、教育、卫

生、社会保障（暴景升，２００７）。为此，我国大多数公务员和财政供养

人员都服务于县和县以下政府及其财政供养单位。财政部（２００２）

发表的数据表明，２００１年我国地市县财政供养人员，不包括离退休

人员，共计３０１０．６万，其中由县和县以下财政供养者达 ２７１２．２万，

占９０％。中央和省本级财政供养人员（不包括军人）应当不超过地

市本级财政供养人员。这就是说，从县和县以下财政那里获得工资

收入的政府雇员，至少占全国财政供养工薪人员的 ８０％。如果行政

区划规模是决定官民比省际差异的一个因素的话，则各省县级行政

区划规模比其他的行政区划规模指标如省人口规模、地级市和地区

规模，更能代表规模经济的作用。其二，我国各省的县级行政区划规

模，无论是以人口还是以行政面积衡量，大小不一，差异很大。例如，

西藏面积１２０万平方公里，人口２８１万，辖有７３个县级行政区，县均

人口和行政面积分别为３．８５万人和１．６万平方公里；上海面积６３００

平方公里，人口１８１５万，辖有 １９个县级行政区，县均人口和行政面

积分别为９６万人和３３４平方公里。如果说西藏和上海的悬殊差别，

大部来自于地理所在的不同，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在腾冲线以东的许

多省级行政区，县均人口和行政面积规模的差异却主要是由于行政

划分的缘故。例如，河北省和湖北省面积相近，分别为 １８．８和 １８．６

万平方公里，人口亦相去不远，分别为 ６８９８和 ５６９３万人，但河北有

１７２个县级行政区，而湖北只有 １０２个，不及前者的 ６０％。结果，湖

北县均人口达５６万，而河北只有 ４０万。又如，广东的面积、人口和

县级行政区分别为 １７．８万平方公里、９３０４万人和 １２１个。人口广

东远大于河北，但县级行政区数却明显少于后者。结果，广东的县均

人口（９０万人）和面积（１４７３平方公里），显著大于河北的县均人口

（４０万人）和面积（１０９１平方公里）规模。

我们认为，在我国的许多省份，特别是那些位于腾冲线以东的省

“官民比”省际差异原因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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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县域行政尚处于规模经济改进阶段，即随着县的规模的扩大，官

民比和县乡施政的单位成本递减。至少有 ４个观察支持这个假设。

第一，从政府内部的因素看，政府的雇员实行工资制，它的许多固定

设备如办公楼，在一定的范围内无须增加即可服务于更多的居民。

我国的大多数县乡政府，应当处于无须大幅度增加人手和设备就能

够为更多的居民提供公共服务的阶段。第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各

地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地方政府越来越少地介入工矿农林等微观

生产和管理，而把工作的重点放在维护市场和法律秩序、提供经济和

社会基础设施和服务上。这些活动，大都具有规模经济效应。第三，

自１９９０年代以来，我国城乡交通、电讯等基础设施获得了大幅度的

改善，这有助于降低政府管理社会的成本。最后，如朱光磊、张志红

（２００５）指出的，我国政府间关系中存在的“职责同构”是导致地方政

府难以精减机构和冗员、造成资源浪费的一个重要原因。所谓“职

责同构”讲的是我国不同层级的政府在职责、职能和机构设置上高

度统一、一致，即上级政府设置了什么机构，下级政府也必须设置相

应的机构。最典型的是从中央到县各级政府，一律设有党委、政府、

人大常委、政协常委和纪委五套班子。目前，县级政府职能机构一般

在４５个以上，再加上与本地实际工作相关而设立的机构，总数都在

５０个以上（黄佩华、迪帕克，２００３；谭桔华，２００５）。可以想象，一个人

口１５万的县，和一个人口 ５０万的县一样具有五套班子以及其他与

上级政府对应的所有政府部门。仅仅因为这一点，在其他条件相同

的情况下，后者财政费用负担、官民比就要比前者小。

第三类变量均与财政能力相关，测量我国地方政府的官员规模

是否受财力这一供给因素的影响。科瑞等（Ｋｒａａｙ＆Ｒｉｊｃｋｅｇｈｅｍ，

１９９５）对１９７２－１９９２年间３４个发展中国家和２１个 ＯＥＣＤ国家的数

据分析发现，政府雇员规模与财政收入占 ＧＤＰ比重呈正相关关系，

说明政府雇员规模随资源约束的放松而扩张。我国地方官员规模的

大小理应受其财力大小影响，我们的 ３个财政变量从不同侧面测量

了各省财力对其官员规模的影响。预算内财政收入占 ＧＤＰ比重着

◆ 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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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于地方自有财力和财政努力的影响，转移支付占 ＧＤＰ比重测量转

移支付对地方政府官员规模扩张的作用①。考虑到我国许多地方的

财政仍然是“吃饭财政”，即把保工资作为财政运行的主要甚至首要

目标的事实（周庆智，２００４；宋先均、邱亚明，２００５），在其他条件相同

的情况下，财政规模较大的地区应当能够支撑较大的官民比。照此，

两个财政变量应当与因变量官民比保持正相关关系，并通过显著性

检验。此外，我们还可预期转移支付规模比自有财力更具扩张官员

规模的作用。这是因为，后者是花自己的钱办自己事，受硬预算约

束；而前者是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具有明显的“软预算约束”特

征。同理，在预算既定的约束下，较高的官员工资水平，将导致官员

规模较低的供给，因此，从财力和供给的角度看，较高的工资水平将

导致较小的官员规模。但是，从需求的角度看，较高的工资水平又将

吸引更多的人进入政府部门，提高社会对官员职位的需求。因此，对

官员工资水平这个变量与官民比的关系，我们难以做正相关还是负

相关的假设。

第四类变量测量公共服务需求对政府官员规模的影响。从宪政

层面而言，国家存在的主要目的是向公民和纳税人提供公共服务。

近年，建设服务型政府成为上至中央下达百姓的共识。为此，可以期

待我国各地政府官员规模的差异，部分可归因于它们在公共服务需

求上的不同。需求大的地区官员规模较大，需求小的地区则较小。

我们使用各省小学和初中学生占人口比重来验证这个假设。小学和

初中教育属于国家义务教育系列，是地方政府承担的最重要的公共

服务责任之一。事实上，教育支出是地方财政的最大项支出。２００６

年，地方政府教育事业费支出达４４８５亿，远远高于第二、三大项基本

“官民比”省际差异原因研究 ◆

①各省获得的转移支付的计算方式是财政总支出减去地方自有收入。这

样做简便而且正确，因为自 １９９４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各省财政支出均在不同程
度上依赖于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而《预算法》禁止地方政府财政使用借债获得

收入，故我们的计算方法是可行的，唯一的误差可能出自于各省财政的滚存结

余部分，但其数量很小，可以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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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支出（２９０７亿）和行政管理费（２０７６亿）。我们预期在回归模型

中，义务教育负担变量的回归系数方向为正并通过显著性检验，即在

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那些义务教育负担较重的省级行政区将有

较大的官员规模。在这背后存在这样一个因果链条：义务教育负担

较重的地区将雇佣较多的教师，维持较多的学校，为此，需要较多的

教育行政管理官员。

第五类变量测量市场经济改革对官员规模的影响。我们使用各

省非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来操作市场化

水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大社会、小

政府”。而市场化改革的每一次重大进展，都引发中央和社会舆论

要求进行相应的政府职能转变及行政机构和编制改革。例如，１９９２

年邓小平南巡、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全党全国共识后，中央于

１９９３年发起新的一轮行政机构改革，提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发展的行政管理体制目标，实现“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行政

管理职能转向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提供服务和

检查监督，并把政府职能改变和以精简公务人员为目的的编制改革

结合起来，明确要求地方政府执行贯彻精兵简政的编制改革。１９９８、

２００３年发动的行政机构改革，都以改变政府职能以适应市场经济发

展需要为主要目的。我们期待，在其他条件同等的情况下，那些市场

化水平较高的省份，对政府转变职能、进行“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

压力越大，其官员规模较小，反之亦然。

最后，今天我国各省官民比大小，除了受改革开放以来的各种因

素的影响外，各省在改革前的状况，也可能影响到它们的现状。在这

里，我们引入一个可称之为计划经济传统的虚拟变量，以检测今天各

省官员规模是否因它们在计划经济时代所受待遇不同而异。在计划

经济时代，通过第一次五年计划等中央重点投资，中国形成了一个以

北京为中心的计划经济重点地区。这个地区包括东北三省的制造业

和能源产业、华北地区特别是京津唐地区的制造业、山东、山西和陕

西的能源业、内蒙古的钢铁业、湖北的钢铁业和制造业、湖南的制造

◆ 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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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上海因其雄厚的工商业基础，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而

进入中央计划的重点地区。绝大多数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和中央大型

企业都投放在这些重点省份。中央计划经济特别是苏联式的物质计

划管理只通行于这些省份。位于计划经济核心地区之外的省份，或

者没有得到、或基本没有得到中央的重点投资（如广东、江苏、福建

和浙江），或者仅仅因为其矿产资源开发（如云南个旧的锡矿、江西

的钨矿和甘肃玉门的石油）和国防工业的需要（如新疆、甘肃）而得

到中央投资。在这些地区，计划经济的传统比核心地区的省份要薄

弱得多。我们设计了一个虚拟变量，把北京、天津、上海、辽宁、吉林、

黑龙江、河北、山东、内蒙古、山西、陕西、湖北、湖南赋值为 １，其余省

份为零①，来测量计划经济传统对官民比的影响，预计这个变量与官

民比具有高度的正相关关系。

上述各类变量及其与因变量官民比的关系可以概括为表 ２。人

均 ＧＤＰ、地方财政收入规模、转移支付收入规模和官员工资水平财

政能力可视为可能影响官员规模的财政能力（供给）因素。我们预

期，它们在回归分析模型中，前三者的回归系数将为正并通过显著性

检验，而官员工资水平的回归系数将为负值。人均 ＧＤＰ、县均人口

和面积、民族自治县比重、义务教育负担和市场化的统计结果则可用

来验证公共服务（需求）因素的作用。我们假设县均人口因规模经

济的缘故而产生负相关的统计分析结果，其余的变量则为正相关。３

个人口相关变量和计划传统也视作制度约束变量，因为行政区划主

要是一种制度安排，自然和经济地理往往是次要的决定因素，而计划

传统则是历史制度路径依赖的结果。３个人口相关变量的预期同需

求模型一样，计划传统变量的预期回归系数也是正相关。

“官民比”省际差异原因研究 ◆

①这个虚拟变量及其根据，作者受益于诺顿（Ｎａｕｇｈｔｏｎ，１９９１）。关于计划
经济时代的中央重点投资的分布情况，参看国家统计局投资司（１９９１：２５５－
２７７），特别是“‘一五’时期 １５６个重点项目的建设情况”、“１９７２年成套引进的
２６个项目的建设情况”、“１９７８年成套引进的 ２２个项目的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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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自变量与因变量假设预期关系

财政能力（供给）因素 公共服务（需求）因素 制度约束因素

人均 ＧＤＰ ＋ ＋

县均人口 － －
县均面积 ＋ ＋
民族自治县比重 ＋ ＋
地方财政收入规模 ＋
转移支付依赖度 ＋
官员工资水平 －
义务教育负担 ＋
市场化 －
计划传统 ＋

　　表中的符号 ＋和 －分别代表变量的回归系数预期同因变量保持正或负的关系，并通

过显著性检验。

三、统计分析发现和讨论

在这一节里，我们报告并讨论统计分析发现。我们首先报告各

个自变量与官民比的二元相关分析结果，然后检视自变量之间的相

关性问题，特别是那些高度相关的自变量，以避免多元回归分析中出

现共线性问题。最后，我们报告并讨论回归分析结果。由于我们使

用的数据为截面数据，我们将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ＯＬＳ）回归模型

进行分析。在每一步统计分析过程中，我们都将北京和西藏两个明

显的“例外”（ｏｕｔｌｉｅｒｓ）排除在外。北京和西藏的官民比分别为

１．９７％和２．４６％，远远大于全国１．１％的水平（按各省官民比加总后

除以３１省所得平均值，按全国官员总数除以人口的官民比为

０．９４％）。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北京是中央政府所在地，而西藏从中

央那里获得的财政转移支付收入占ＧＤＰ的６４％。此外，我们还在适

当的时候，把腾冲线和南方两个虚拟变量引入模型。前者通过把腾

冲线以西六个省级行政区赋值为 １，其余赋值为零获得。后者则把

南方诸省赋值为１、其余为零。详细分类见本文表１注释。

表３报告了各自变量与官民比的二元相关分析结果。从中我们

◆ 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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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在没有控制任何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我们选择的变量中（不包

括腾冲线和南方），以两个县政规模区划变量与官民比具有最强的

相关关系。如我们预期的，县均人口的系数为负值，而县均面积为

正，均通过０．０１的显著性检验。其次，有三个变量通过０．０５的显著

水平检验。转移支付依赖度和计划传统如预期那样获得了正相关系

数，市场化则为负相关。自治县比重则在 ０．０５３的水平上通过显著

性检验，其余的变量人均 ＧＤＰ、地方财政收入规模、官员工资水平和

义务教育负担则与官民比保持非常弱的相关性。腾冲线和南方两个

虚拟变量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０．６２０和负的 ０．７７４，从统计上表明腾

冲线以西的省际行政区官民比较高、南方省份较低的事实。

表 ３　自变量与官民比的二元相关分析，２００６

变量 与官民比皮尔逊相关系数

人均 ＧＤＰ ０．０４９

县均人口 －０．５５３

县均面积 ０．６０５

民族自治县比重 ０．３６４

地方财政收入规模 ０．０６０
转移支付依赖度 ０．４０１

官员工资水平 －０．２９１
义务教育负担 ０．０３３
市场化 －０．４５２

计划传统 ０．３６９

腾冲线 ０．６２０

南方 －０．７７４

　　Ｎ＝２９，不包括北京和西藏。 、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 ０．０１、０．０５和

０．１０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７）

我们对自变量的两两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许多变量之间存在着

较强或很强的相关关系。有两组变量的相关系数绝对值均超过

０．７０：转移支付依赖／市场化（－０．８１４）、转移支付依赖／县均人口

（－０．７１８）。根据多元回归分析应避免把绝对值大于 ０．７的变量进

“官民比”省际差异原因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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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同一个模型，以避免多重共线性的拇指规则，这两组变量不应同时

进入模型。

表 ４报告了我们回归分析的结果。在财力供给模型中，人均

ＧＤＰ和转移支付依赖度通过了０．０１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方向为正，

表 ４　官民比省际差异决定因素多元回归分析结果，２００６

财力供给

模型

服务需求

模型

制度约束

模型

腾冲线

模型

南北方

模型

常数 （２．８４３） （５．１４９） （１０．４５０） （１０．４８７） （１２．９９１）

人均 ＧＤＰ ０．６０７ ０．８０６ ０．４０１ ０．３３８ ０．３２９

（２．２８２） （３．６５０） （２．５６３） （２．３００） （２．３２２）
县均人口 －０．７６５ －０．６００ －０．５０４ －０．３８９

（－３．４８３） （－３．１２２） （－２．７８９） （－２．０５６）
县均面积 ０．２５３ ０．３６３ ０．１５８ ０．３１８

（１．２２０） （２．１１７） （０．８９５） （２．３４６）
自治县比重 －０．１６１ ０．０３９

（０．８６５） （０．２３７）
财政收入规模 －０．１７７

（－０．８２６）
转移支付依赖 ０．６６３

（３．０６３）
官员工资水平 －０．１８８

（－０．９７５）
义务教育负担 ０．２４９

（１．３８９）
市场化 －０．２１０

（－１．２１０）
计划传统 ０．４０１ ０．４３４ ０．１７２

（２．５６３） （３．９１５） （１．２６６）
腾冲线 ０．３５８

（２．０５８）
南方 －０．３８９

（－２．５０１）

Ｒ２ ０．３２５ ０．６６１ ０．７３１ ０．７７３ ０．７８９

调整后的 Ｒ２ ０．２１２ ０．５６８ ０．６７３ ０．７２３ ０．７４２
Ｆ ２．８４４ ７．１４０ １２．５２７ １５．６３３ １４．１２１

　　Ｎ＝２９，不包括北京和西藏。回归系数为标准化回归系数。括弧内数值为 Ｔ检验值。

 、和分别表示回归系数通过０．０１、０．０５和０．１０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７）

◆ 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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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地方财政收入规模和官员工资水平没有通过检验。这说明就供给

方面的影响因素而言，官民比较高的省份，或者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或者较大依赖转移支付。而各地自有财力的高低，财政动员努力的

大小，官员收入水平的不同，对官员比不会产生影响。这似乎印证了

前文提到的地方自有财力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相比花别人的钱

办自己的事更具硬预算约束的推论。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人均

ＧＤＰ在二元相关分析中没有出现具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的结果，但这

个模型以及表４中的其他模型都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

人均 ＧＤＰ均与自变量保持通过检验水平的正相关关系，说明在其他

条件相等的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将推动政府规模扩张。

然而，与表４中所列的其他模型相比，财力供给模型的判定系数

（判定系数）和总体 Ｆ检验值都很小。它的调整后的判定系数仅 ０．

２１，不及其他模型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考虑到人均 ＧＤＰ出现在每

一个模型中的事实，财力供给模型的较低的判定系数，说明财力供给

因素不是决定我国官民比省际差异的主要因素。服务需求模型的判

定系数和调整后的判定系数分别高达 ０．６６１和 ０．５６８，但进入模型

的６个自变量中，只有人均 ＧＤＰ和县均人口通过了检验，县均面积、

自治县比重、义务教育负担和市场化均未通过检验。同时，我们注意

到，在制度约束模型中，判定系数和调整后的判定系数进一步升至

０．７３１和０．６７３，说明制度约束才是解释我国官民比省际差异的重要

因素。具体而言，在控制了经济发展水平的情况下，各省官民比的大

小主要是它们的县级区划方式、它们所承受的计划经济遗产决定的，

而民族自治县比重则不起作用。４个通过检验的自变量回归系数的

方向表明，在其他条件同等的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计划经济传统

导致官民比增大。县均人口较多的省份，则有较小的官民比。同时，

县均面积越大的省，官民比也倾向于越大。

制度约束模型中县均人口和县均面积的回归系数均通过检验但

方向相反的统计结果，意味着：一方面，县级行政区人口规模的增大，

起到降低官民比的效果；另一方面，县级行政区面积的增大，导致官

“官民比”省际差异原因研究 ◆



１０４　　 公共行政评论 ２００８年第 １期

民比上升。换言之，在行政区划安排上，人口规模经济与面积规模不

经济并存。如果事实真是如此，则规模经济对中国官员规模的解释

力将大打折扣。幸运的是，当我们把腾冲线变量引入模型后，县均面

积的回归系数不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这说明，腾冲线以西的省

级行政区（新疆、甘肃、内蒙、青海和宁夏，也包括未进入模型的西

藏），之所以具有比腾冲线以东省份高的官民比的特有原因之一，是

它们的县级行政区的面积远远大于其他省份。而在腾冲线以东，县

级行政区面积大小，对各省官民比的大小不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①。

当我们把虚拟变量南方引入制度约束模型后，发现在该变量通过显

著性检验的同时，计划传统变量的回归系数不再通过检验。这意味

着，计划经济传统是导致北方官民比高于南方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

计划经济时代中央投资和计划管理的重点地区，绝大多数在北方。

引入腾冲线和南方的两个模型的判定系数和调整后的判定系数，比

制度约束模型均有明显的提高，说明这两个变量对解释官民比的省

际差异具有独立的贡献力，而非仅仅替代了县均面积和计划传统两

个变量的作用。

根据上述统计分析，我们可以对本文考察的诸变量在决定官员

规模上的作用进行排序。经济发展水平和行政区划的人口规模作用

最大，计划经济传统和行政区划的地理规模次之，转移支付、市场化

和民族自治因素再次，官员工资水平和公共服务需求差异（以小学

和初中学生占人口比重测量）则毫无影响。第一、第二重要因素已

有详细论述。官员工资水平和公共服务需求之所以没有影响，是因

为无论是在二元相关分析还是在多元回归分析参见（上表 ３和表

４），它们都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转移支付依赖、市场化和民族自

治县比重３个变量与官民比的二元相关分析结果均通过了 ０．０５和

◆ 论 文

①我们把腾冲线以西 ６个省级行政区和北京剔除，让模型只包括腾冲线以
东省级行政区，运行的结果也同样表明县均面积变量的回归系数没有通过显著

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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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０的显著性检验，但在多元回归模型中都通不过检验，说明它们

的影响或者是间接的，或者是非常局部的。转移支付依赖的统计表

现，同它与县均人口有高度的负相关关系（－０．７１８），与人均 ＧＤＰ的

较强的负相关性（－０．５９５）相关。这两组相关关系说明行政区划人

口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省级行政区对转移支付依赖度较大。

显然，至少就短期效应而言，是经济落后和行政区划人口规模较小

（两者的相关性为０．６３１）导致这些省份对转移支付的高度依赖，而

非相反地转移支付依赖导致经济落后和行政区划的人口规模不经

济。因此，当我们把转移支付依赖与人均 ＧＤＰ、县均人口、县均面积

同时进入模型时，它不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统计结果未报告），

尽管这个模型具有明显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市场化的间接作用在统

计分析上表现为它与官民比保持较强的相关性（－０．４５２），但在服

务需求回归模型中并没有通过检验。究其原委，是因为它同模型中

的其他自变量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人均 ＧＤＰ，０．４７４；县均人口，０．

５３３；县均面积，－０．６２６）。这些相关关系反映了这样一系列因果关

系：市场化导致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吸引人口集聚，而无论市场化还

是经济发展都倾向发生于县级行政区划面积较小的地区（尤其是城

市和城镇）。服务需求模型表明，市场化可能是通过它对经济发展

的作用而影响官民比的。民族自治比重与官民比之间的弱正相关关

系，如图１所示，完全是腾冲线以西的新疆、青海、内蒙和宁夏带动

的，而在腾冲线以东，自治县比重大小与官民比差异没有关系。广西

壮族自治区自治县比重百分之百，但官民比仅 ０．７５％，仅次于安徽

的０．７１％，为官民比第二小省份。

四、结论

现在，我们可以对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做出回答了。为什么安

徽的官民比远远低于许多省份、特别是北方省份？为什么山西的官

“官民比”省际差异原因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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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民族自治县级行政区比重和官民比
不包括北京和西藏。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７）

民比非常高？安徽首先受益于它的行政区划的规模经济。它的县均

人口为５８万，仅次于上海、北京、广东、江苏、重庆、天津，列全国第七

位。其次，安徽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人均１００５５元，在３１个省级行

政区中列第２７位。在计划经济时期，安徽尽管获得两项重点投资

（分别为“一五”计划的淮南中央洗煤厂和 １９７２年成套引进的安庆

石油化工厂），但不属于中央计划的重点地区。这些因素共同造成

安徽官民比较低的现状。反过来，山西的高官民比，一是由于它小县

林立，县均人口仅２８万人，为腾冲线以东最低；二是因为在计划经济

时代，山西属于中央计划和投资的重点地区，仅“一五”计划时期便

获得７项中央重点项目投资。

腾冲线以西的省际行政区高官民比主要是因为它们地广人稀，

极大的县均面积、极少的县均人口。它们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

它们唯有在中央财政的支持下，才有可能维持高官民比。但这是中

◆ 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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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必须付出的成本（王绍光，２００２）。在

腾冲线以东北方的官民比明显高于南方，首先是因为计划经济时代

中央计划投资的重点地区大多位于北方，南方的计划传统较少。其

次，在行政区划人口规模上，南方明显高于北方。北方 １０省市的县

均人口为４９．４万人，而南方１５省市则为５５．２万人。如果不考虑京

津沪这３个城市化水平很高的中央直辖市的话，则两者的比为 ４３．４

万对５２．４万，差距更加明显。再次，尽管现在大家都觉得南方比北

方发达，但事实上，从总体上看，人均 ＧＤＰ北方 １０省市平均值为

２２５６６元，显著高于南方１５省市的 １８３３３元。剔除京津沪三大直辖

市，北方仍然以１６７５４元大于南方的 １５５２１元。目前人均 ＧＤＰ最低

的 ８个省级行政区中，有 ６个位于南方。它们是，贵州（人均

ＧＤＰ５７８７元）、云南（８９７０元）、安徽（１００５５元）、广西（１０２９６元）、四

川（１０５４６元）、江西（１０７９８元）。列于收入最低前 ８的另外两个省

级行政区也非北方省份，而是腾冲线以西的甘肃（８７５７元）和西藏

（１０４３０元）。绝非偶然地，上述 ６个南方省份的官民比最低者为安

徽的０．７１％，最高者为云南的 ０．９１％，低于所有的北方省份。我们

的分析表明，在控制地方政府官员规模问题上，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

的意志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到了贯彻。中编办在 １９９０年代进行行

政机构和编制改革时使用的人口、行政区划数、面积、国民收入、国民

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等客观指标，以及对民族、语言、风俗习惯等特

别因素的关注，仍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体现在目前的官民比省际差

异分布上。官民比的高低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官民比与县级行

政区划人口规模的负相关关系，与县级行政区划面积的正相关关系，

说明中编办的人口、行政区划数、面积、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指标

的有效性。腾冲线以西少数民族自治地区的高官民比，说明中央对

民族、语言、风俗习惯等特别因素的照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落实。

之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在腾冲线以东，官员编制似乎并

没有明显向少数民族地区倾斜，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贵州的少数

民族聚居地区非常低的官民比，固然可以用它们较低的经济发展水

“官民比”省际差异原因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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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加以解释，但也反映了它们没有得到多少中央政策倾斜的事实。

我们的财政收入规模差异与官民比差异无关，转移支付收入比重与

官民比弱正相关关系的统计分析结果，说明中编办的“财政收入”因

素并没有在地方官员规模控制上发挥显著的作用。

从理论发展的角度而言，本文的发现对规模经济理论和瓦格纳

定律提供了支持。官民比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正相关关系，证明了瓦

格纳定律在我国的适用性，也说明我国官民比地区分布的基调是符

合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的。县均人口规模越大的地区官民比越小的

发现，说明规模经济原理也适用于我国。此外，那些曾在计划经济时

代作为中央计划的重点省级行政区的官民比，显著高于其他地区的

发现，说明制度约束和历史路径依赖理论的有效性。考虑到中国的

行政区划更多地是基于政治和行政的因素，以及历史文化传统的影

响，而较少基于自然和经济地理的因素，可以说中国官民比的省际差

异分布决定因素主要来自于制度约束和历史路径依赖。

从政策指导和改进的层面上，从本文的发现中可以引申出如下

经验和教训。首先，我国存在通过扩大县级行政区划规模达到控制

官员规模的目的的可能。当然，对于一个具体的地区来说，问题的关

键在于它有没有可能扩大它的县域人口规模。在这里，大体存在三

种情况：一是通过撤小县并大县、撤乡并镇等行政区划改革扩大县域

人口规模；二是在不变更行政区划的状况下，通过经济发展吸引人口

流入增加县域人口规模；三是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等限制，某些地方如

腾冲线以西的多数省、自治区，既无法搞大规模的撤并县乡行政区的

行政改革，也不可能通过经济发展吸引大量外来人口获得规模经济。

但是，值得指出的是，腾冲线以东的许多省区县级行政区过多，没有

自然甚至经济地理的根据。例如，河北、山西小县林立，恐怕同两地

处于我国开发最早的黄河流域有关。但这不能成为不进行撤小县并

大县改革的理由。

其次，各地官民比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的发现，说明那些一

味强调我国官民比过大、必须不断削减的观点，可以说没有看到历史

◆ 论 文



公共行政评论 ２００８年第 １期 １０９　　

发展的大趋势。不过，我们还必须注意到，我国目前许多地区因经济

发展吸引人口大量流入而产生的行政规模经济，又有减小官民比的

效应。这就是说，目前在我国经济发展对官民比的影响可能是双重

的。一方面，它会产生要求政府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从而增

加官民比的直接效应；另一方面，它又会通过积聚人气、吸引外来人

口流入获得行政规模经济的途径，起到控制、甚至减少官民比的间接

效应。如何在这两种效应中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对于行政管理

研究者和决策者而言，都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最后，本文关于官民比省际差异与以小学和初中生占人口比重

测量无关的发现，说明各省在公共服务需求上的差异，并未成为影响

政府官员规模的一个决定因素。那些义务教育服务需求较大的省

份，并未因此获得较大的政府官员规模。这个发现印证了朱光磊、张

东波（２００３）的我国公务人员的问题症结在于结构不合理的观点。

另外，官民比与地方财政收入规模无关，与转移支付依赖度和官员工

资水平的弱相关，说明我国官员规模的变动，至少在省级行政区层次

上，受财政规模变动的影响很小。服务需求和财政能力在决定政府

官员规模上的失灵，应当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采取对策治理。

参考文献

暴景升（２００７）．当代中国县政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财政部国库司、预算司（２００２）．２００１年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北京：

中国财经出版社．

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７）．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０７．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国家统计局投资司（１９９１）．中国重点建设．北京：法律出版社．

黄佩华、迪帕克（２００３）．中国：国家发展与地方财政．北京：中信出版社．

胡焕庸（１９８３〔１９３５〕）．论中国人口之分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那吉生、周子康、周宏（１９９７）．编制总量的核定方法与模型：地方政府机关

编制．中国科学管理，５．

罗正忠（２００５）．地方财政与规模经济———台湾之实证研究．财税研究，２．

宋先均、邱亚明（２００５）．西部地区县乡财政状况与基层政权建设．西北大

学学报，５．

谭桔华（２００５）．降低县级政府行政成本．国家行政学院学报，２．

“官民比”省际差异原因研究 ◆



１１０　　 公共行政评论 ２００８年第 １期

王绍光（２００２）．中国财政转移支付的政治逻辑．战略与管理，３．

张光（２００５）．规模经济和县政区划：以福建省为例的实证研究．福建金融

干部管理学院学报，５．

中编办（１９９５〔１９９３〕）．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地方党政机构设置的意

见．载中国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编辑组编《中国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北京：新华

出版社．

中编办（１９９３ａ）．关于核定省、自治区机关行政编制的意见（讨论稿）．

中编办（１９９３ｂ）．各省机构改革方案的主要内容和格式（讨论稿）．

中编办（１９９３ｃ）．关于各省、自治区机关行政编制分配的具体意见（讨论

稿）．

中编办（１９９３ｄ）．关于省、自治区排序的意见（讨论稿）．

中编办（１９９３ｅ）．关于省、自治区排序情况的说明（讨论稿）．

中共中央办公厅（１９９５〔１９９４〕）．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职能配置、

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载中国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编辑组编《中国地方政府

机构改革》．北京：新华出版社．

周庆智（２００４）．中国县级行政结构及其运行．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周子康（１９９１ａ）．中国地方政府编制管理定量分析的研究（会议论文）．北

京：东部地区公共行政组织第十四届大会．

周子康（１９９１ｂ）．地方政府分类、排序与多重指标体系的研究（国家科委软

科学计划项目项目报告）．北京：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研究所．

周子康、邢吉生（１９９３）．县级机构编制与核定方法研究．管理现代化 ，１．

朱光磊、张东波（２００３）．中国政府官员规模问题研究．政治学研究，３．

朱光磊、张光、孙涛、张志红（２００６）．中国公务员“超标”近２０倍？科学探

讨公务员规模．人民网：ｈｔｔｐ：／／ｏｐｉｎｉｏｎ．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ＧＢ／３５５６０／４１３２３９５．ｈｔ

ｍｌ．

朱光磊、张志红（２００５）．“职责同构”批判．北京大学学报，１．

Ｂｌａｕ，Ｐ．Ｍ．（１９７０）．ＡＦｏｒｍ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

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３５：２０１－２１８．

Ｂｌａｕ，Ｐ．Ｍ．（１９７２）．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ａｎｄ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１－２４．

Ｂｒｏ／ｄｓｇａａｒｄ，Ｋ．Ｅ．（２００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ｔｈｅＢｉａｎｚｈｉ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１７０：３６１－３８６．

Ｃｕｓａｃｋ，Ｔ．，Ｎｏｔｅｒｍａｎｓ，Ｔ．＆Ｒｅｉｎ，Ｍ．（１９８９）．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ｓ

ｐｅｃｔｓ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７：４７１－５００．

Ｇｉｍｐｅｌｓｏｎ，Ｖ．＆Ｔｒｅｉｓｍａｎ，Ｄ．（２００２）．Ｐｕｂｌｉｃ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ＡＴｈｅｏｒｙｗｉｔｈ

◆ 论 文



公共行政评论 ２００８年第 １期 １１１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Ｒｕｓｓｉａ．Ｗｏｒｌ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５４：１４５－１８３．

Ｈｅｌｌｅｒ，Ｐ．＆Ｔａｉｔ，Ａ．（１９８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ａｙ：Ｓｏｍｅ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Ｆｕｎｄ．

Ｋａｓａｒｄａ，ＪｏｈｎＤ．（１９７４）．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ｚｅ：

ＡＴｈｒｅｅ－Ｌｅｖｅ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３９：１９－２８．

Ｋｒａａｙ，Ａ．＆Ｒｉｊｃｋｅｇｈｅｍ，Ｃ．Ｖ．（１９９５）．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ａｎｄＷａｇｅｓｉｎｔｈｅＰｕｂ

ｌｉｃＳｅｃｔｏｒ：ＡＣｒｏｓｓ－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ｔｕｄｙ（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Ｍｏ

ｎｅｔａｒｙＦｕｎｄ．

Ｎａｕｇｈｔｏｎ，Ｂ．（１９９１）．Ｔｈ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ａｎｄＬｅｇａｃｙ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ｉｎｔｈｅＭａｏ

Ｅｒａ．ＩｎＫａｌｌｇｒｅｎ，Ｊ．，Ｌｉｃｂｅｒｔｈａｌ，Ｋ．，ＭａｃＦａｒｑｕｈａｒ，Ｒ．＆Ｗａｋｅｍａｎ，Ｆ．Ｅｄ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ｏｎＭｏｄ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ＦｏｕｒＡｎｎｉｖｅｒｓａｒｉｅｓ．Ａｒｍｏｎｋ：Ｍ．Ｅ．Ｓｈａｒｐｅ．

Ｎｏｅｌｌ，Ｊ．Ｊ．（１９７４）．Ｏｎｔｈ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Ｓｅｃｔｏｒ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Ｓｉｚｅ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ｏｆ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ｔａｔｅｓ．

ＳｏｃｉａｌＦｏｒｃｅ，５２：５４９－５５８．

Ｎｏｒａｎ，Ｐ．Ｄ．（１９７９）．Ｓｉｚｅａｎｄ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ｉｎＮａｔｉｏｎ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４４：１１０－１２５．

Ｐｅｎｎｉｎｇｓ．Ｐ．（１９９９）．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Ｐｕｂｌｉｃ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４０：３３２－３５０．

ＳｃｈｉａｖｏＣａｍｐｏ，Ｓ．，Ｔｏｍｍａｓｏ，Ｇ．＆Ｍｕｋｈｅｒｊｅｅ，Ａ．Ｅｄｓ．（１９９７）．Ｇｏｖｅｒｎ

ｍｅｎｔ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ａｙ：ＡＧｌｏｂａｌ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Ｗａｇｎｅｒ，Ａ．（１９５８〔１８８３〕）．Ｆｉｎｎａｎｚｗｉｓｓｅｎｓｈａｆｔ．ＩｎＲｉｃｈａｒｄ，Ａ．，Ｍｕｓ

ｇｒａｖｅ，Ｒ．Ａ．＆Ｐｅａｃｏｃｋ，Ａ．Ｌ．Ｃｌａｓｓｉｃｓｉｎ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Ｆｉｎａｎｃｅ．Ｌｏｎｄｏｎ：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官民比”省际差异原因研究 ◆


	公共行政评论 88.pdf
	公共行政评论 89.pdf
	公共行政评论 90.pdf
	公共行政评论 91.pdf
	公共行政评论 92.pdf
	公共行政评论 93.pdf
	公共行政评论 94.pdf
	公共行政评论 95.pdf
	公共行政评论 96.pdf
	公共行政评论 97.pdf
	公共行政评论 98.pdf
	公共行政评论 99.pdf
	公共行政评论 100.pdf
	公共行政评论 101.pdf
	公共行政评论 102.pdf
	公共行政评论 103.pdf
	公共行政评论 104.pdf
	公共行政评论 105.pdf
	公共行政评论 106.pdf
	公共行政评论 107.pdf
	公共行政评论 108.pdf
	公共行政评论 109.pdf
	公共行政评论 110.pdf
	公共行政评论 111.pdf

